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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御与促进:人际和谐在员工建言行为中的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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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建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公民行为受到很多组织管理学者的关注,然而基于恐惧和顺从的建

言动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 基于个体动机视角,研究不仅关注亲社会型建言,也关注防御型建

言和默认型建言等行为,考察防御定向和促进定向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,探讨人际和谐的中

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。 对 17 家民营企业 550 个员工的实证研究表明:人际和谐在调

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,即其中的避免破裂维度中介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

言之间的关系,而促进和谐维度中介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关系;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

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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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摇 先前,建言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、具有挑战

性的组织公民行为[1鄄3],直到 Dyne 等基于动机将建

言分为了亲社会型、防御型和默认型三类[4]。 亲社

会型建言基于协作动机,出发点是使他人或组织受

益,具有积极性和挑战性特征;防御型建言源于恐惧

动机,目的是自我保护,不再具有挑战性;默认型建

言基于顺从动机,被动地与他人保持一致,不再具有

挑战性和积极性,属于低效能的意见表达。 现有研

究多关注亲社会型建言,而对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

建言的形成机制关注不够。 对建言行为前因的研究

主要集中在个性特质[3,5鄄6]、领导行为[7鄄8]、团队氛

围[9鄄10]和组织情境[11鄄12] 等方面,而少有从个体动机

角度进行解释。

调节定向理论认为,不同的个体追求快乐、回避

痛苦的方式是不同的,存在着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

两类基本动机[13]。 促进定向个体更关注从无收益

到有收益的变化过程,对有无收益更加敏感;而防御

定向个体更关注从有损失到无损失的变化过程,对
有无损失更加敏感[14]。 作为一种普遍的动机原则,
调节定向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评价、决策判断和行为

策略等基本心理过程。 建言行为既存在风险,也存

在收益,因此,个体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和偏好,将
影响着建言是否发生以及发生建言的类型。 可以推

断,调节定向对个体建言行为产生很强的预测作用。
现有文献对调节定向影响建言行为的机制研究还需

更多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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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llerand 将动机自上而下分为整体、环境、情
景 3 个层次,它们自上而下逐级产生影响,且整体动

机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情景动机[15]。 本文借助动机

层次理论为视角,笔者提出调节定向通过人际和谐

影响员工建言行为,且心理安全感会调节人际和谐

与建言行为的关系。 笔者旨在系统探讨在中国文化

情境下调节定向、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,
结合动机层次理论分析调节定向对员工建言行为的

具体影响机制。

一、理论与假设提出

1. 人际和谐在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

调节定向理论将个体自我调节的动机分为促进

定向和防御定向两类[13],促进定向个体更关注的是

如何从现状“0冶转变为更好的状态“ +1冶;防御定向

个体更加关注如何保持(或恢复)令人满意的现状

“0冶而不是更糟糕的状态“ -1冶 [16]。 当前组织行为

领域对调节定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绩效[17]、组
织承诺[18]、工作积极性[19]、创造力[20] 等方面,将建

言行为与调节定向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,而且对调

节定向如何影响建言行为的机制研究少有涉及。
人际和谐是东南亚国家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遵循

的最基本的原则,和谐思想对中国人际交往的影响

非常深刻。 Leung 将人际和谐分为促进和谐和避免

破裂[21]。 促进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

和谐思想更为接近,将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视为重要

目标,聚焦于人际关系带来的积极结果,反映了个体

对真正和谐的认同和追求。 避免破裂与自我保护、避
免冲突更相关,将人际关系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

手段,更加关注紧张人际关系带来的消极后果[22]。
Vallerand 将动机自上而下分为整体、环境、情

景 3 个层次[15],逐级产生影响。 整体动机指个体与

外部环境互动的一般动机取向,相对稳定和持久,体
现为人格特质,调节定向属于整体动机[23]。 环境动

机指个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动机取向,比如教育、
人际关系、休闲领域。 在人际关系领域的人际和谐

动机可以归属于环境动机[24]。 情景动机指个体在

某一情景中具体的动机状态。 在具体建言情景中,
亲社会型建言基于协作动机,防御型建言基于恐惧

动机,默认型建言基于顺从动机[4]。 因此,调节定

向、人际和谐、建言动机 3 个层次的动机自上而下逐

级影响,即调节定向影响人际和谐,人际和谐影响建

言动机。 各层面的动机都会产生相应的层面结

果[15],建言行为是建言动机的产出结果。 人际和谐

会中介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。
防御定向个体有明显的保守倾向,宁愿放弃重

大收益,也要避免损失,偏好采用警惕策略。 对消极

结果更敏感,更在意行为后果是否有损失[25]。 防御

定向作为整体动机,会影响环境动机。 因此,在人际

互动环境中,防御定向个体会产生避免破裂的动机,
将人际关系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,与人交

流更谨慎,表现出更多防卫和退避[26]。
避免破裂个体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谨慎、防

卫和退避,本质上来说,是出于自我保护和避免冲

突。 防御型建言基于恐惧动机,出于自我保护目的;
默认型建言基于顺从动机,为了避免冲突。 恐惧动

机、顺从动机都属于情景动机。 避免破裂影响恐惧

动机和顺从动机。 而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分别

是建言情景中恐惧动机、顺从动机的结果。 因此,根
据 Vallerand 动机层次理论以及上述分析[15],提出

如下假设:
H1: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中起中

介作用,也即防御定向通过避免破裂影响防御型

建言。
H2: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默认型建言中起中

介作用,也即防御定向通过避免破裂影响默认型

建言。
促进定向个体有明显的冒险偏好,会更在乎行

为结果是否有收益[25]。 人际互动中,为了获得持续

的收益,促进定向个体会积极建立长期良好的人际

关系。 这正是 Leung 提出的促进和谐的内涵,反映

了个体对真正和谐的认同和追求[21]。 促进和谐个

体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谐,在碰到冲突的时候,不会

刻意回避,会更积极与人真诚交流[26],多体现双赢

的处理方式[27]。 因此,亲社会型建言是基于协作的

动机, 其 出 发 点 是 使 他 人 或 组 织 受 益。 根 据

Vallerand 动机层次理论[15],提出如下假设:
H3:促进和谐在促进定向和亲社会型建言中起

中介作用,也即促进定向通过促进和谐影响亲社会

型建言。
2.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

心理安全感指员工在工作中能够自由地表现自

我,而不担心对自我形象、地位、职业造成负面影响

的心理感知[28]。 避免破裂作为环境动机对情景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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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建言动机会产生影响,进而正向影响防御型建

言和默认型建言。 当避免破裂个体心理安全感较高

时,会感知到较低的人际风险,降低个体恐惧动机和

顺从动机,减少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建言。 因此,根
据以上分析,提出如下研究假设:

H4: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

言之间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低,避免破裂与防御

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。
H5: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

言之间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低,避免破裂与默认

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。
促进和谐作为环境动机也会对情景层面的建言

动机产生影响,进而正向影响亲社会型建言。 亲社

会型建言属于积极的挑战性行为,建言内容包括:提
出对组织有利的建设性意见、对组织存在问题提出

合理建言,以及对企业有利但上级反对的事情,也会

努力去说服上级[4]。 亲社会型建言面临较高的人

际风险。 高心理安全感的促进定向个体,会感知到

较低的人际风险,从而产生更多的亲社会型建言。
众多学者研究表明,个体心理安全感正向影响员工

建言行为[29鄄30]。 这些学者采用的建言构念都属于

角色外行为,与亲社会型建言内涵一致。 基于以上

分析,提出如下研究假设:
H6: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

建言之间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高,促进和谐与亲

社会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。
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,提出整合性研

究模型,如图 1 所示。

图 1摇 整合性研究模型

二、研究方法及研究设计

1. 样本及数据收集

样本来自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重庆、广东、福建 6
省市共 17 家民营制造业的员工,通过被调查企业的

26 名协调人(高层管理人员或部门经理)进行问卷

发放和回收。 调查对象都属于这 26 名协调人管辖

的范围。 问卷调查分两次进行,时间间隔 2 周。 第

1 次调查自变量、中介变量、调节变量和被试者基本

信息;第 2 次调查因变量。 第 1 次调查共发出问卷

550 份,收回 531 份,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427 份,
有效问卷回收率 80. 41% 。 第 2 次向相同的调查对

象共发出问卷 550 份,收回 490 份,剔除无效问卷后

剩余 405 份,有效问卷回收率 82. 65% 。 有效问卷

中,对两次调查均有填写的员工进行匹配,共匹配成

功 329 份。
2. 变量测量

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均采用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经

过验证的测量量表,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,由
1 ~ 5 表示从“非常不同意冶到“非常同意冶。

调节定向采用 Neubert 等开发工作调节定向问

卷(WRF) [17],测量促进定向、防御定向均为 9 个题

项,典型条目如“为了获得成功,我不惜在工作中冒

风险冶“我致力于准确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,以
增强工作安全感冶。 研究中促进定向、防御定向分

量表的 琢 分别为 0. 747、0. 820。
人际和谐采用 Leung 开发的人际和谐量表[27]。

测量促进和谐的有 13 个题项,典型条目如“懂得与

人和谐共处才能成大事冶;测量避免破裂的共有 8
个题项,典型条目如“为了保持和谐,可能要放弃办

事的公平原则冶。 避免破裂、促进和谐分量表的

琢 分别为 0. 842、0. 899。
员工建言行为采用 Dyne 等提出的建言和沉默行

为的量表[4],亲社会型建言、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

各 5 题,典型条目如“只要对企业有利,我会大胆地表

达自己的建议冶“为了保护自己,我会和上级保持一

致冶“对于与我职责无关的事情,我一般会附和上级的

观点冶。 默认型建言、防御型建言、亲社会型建言分量

表的 琢 分别为 0. 821、0. 837、0. 867。
心理安全感采用李宁等提出的心理安全感问

卷[31]。 包括 5 个题项,第 1 个题项正向记分,“我在工

作中,不需要总是小心翼翼冶;其他 4 个题项反向记分,
比如“在我的工作环境中,总是有些人在我的背后搞

鬼,让我在工作上的努力白费冶。 该量表的琢 为 0. 802。
控制变量。 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组织任期[32] 等变

量可能影响员工建言行为,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

制变量。 控制变量测量尺度:性别(1 =男性、2 =女

性),年龄(1 = 25 岁及以下、2 = 26 ~ 35 岁、3 = 36 ~
45 岁、4 = 46 ~ 55 岁、5 = 55 岁及以上),学历(1 =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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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及以下、2 =大学专科、3 =大学本科、4 =硕士研究

生、5 =博士研究生),在本单位累计工作时间(1 = 2
年及以下、2 =3 ~ 6 年、3 =7 ~ 10 年、4 =10 年以上)。

表 1摇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

变量 平均值 M 标准差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1 性别 1. 149 . 357 1
2 年龄 2. 116 . 689 -. 021 1
3 教育程度 2. 131 . 840 . 037 -. 321** 1
4 工作时间 2. 842 1. 390 . 035 . 513** -. 118* 1
5 防御定向 4. 419 . 480 -. 034 -. 085 . 002 -. 001 ( . 820)
6 促进定向 3. 267 . 524 -. 108* -. 167** . 262** -. 084 . 206** ( . 747)
7 避免破裂 3. 124 . 843 . 053 . 067 . 002 . 014 . 254** . 196** ( . 842)
8 促进和谐 3. 890 . 768 -. 022 . 136* -. 101 . 087 . 437** . 165** . 497** ( . 899)
9 默认型建言 2. 710 . 761 . 050 . 096 -. 024 . 105 -. 043 . 145** . 248** . 108 ( . 821)
10 防御型建言 2. 663 . 772 . 005 . 049 -. 004 . 028 -. 017 . 165** . 267** . 133* . 721** ( . 837)
11 亲社会建言 4. 047 . 617 -. 146** . 158** -. 175** . 096 . 325** . 152** . 124* . 395** -. 059 -. 067 ( . 867)
12 心理安全感 3. 769 . 911 -. 011 -. 021 . 095 . 041 . 182** -. 079 -. 114* -. 022 -. 263** -. 302** . 083 ( . 802)
摇 摇 注:N=329,*p<0. 05,**p<0. 01,***p<0. 001;对角线中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变量的信度系数。

三、数据分析与结果

1. 变量区分效度及同源方差检验

使用 Mplus7. 0 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。
假设模型 (八因子模型) 拟合效果良好 ( 卡方

字2 =852. 688,自由度 df=436,卡方自由度比 字2 / df =
1. 956,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= 0. 054,标准化均

方根误差 SRMR = 0. 056, 比较拟合指数 CFI =
0郾 915,Tucker鄄Lewis 指数 TLI = 0. 903),说明假设模

型可以接受。 同时,假设模型拟合优于其他嵌套模

型的拟合效果(七因素模型-单因素模型),说明本

研究的八个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。
2郾 变量描述性统计

表 1 给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均值、标准差和相关

系数。 促进定向与防御型建言(相关系数 r=0. 165,
p<0. 01)、与默认型建言( r = 0. 145, p<0. 01)、与亲

社会型建言( r = 0. 152, p<0. 01)正相关,防御定向

与避免破裂( r = 0. 254, p<0. 01)正相关,避免破裂

与防御型建言( r = 0. 267, p<0. 01)、与默认型建言

( r=0. 248, p<0. 01)正相关,促进定向与促进和谐

( r=0. 165, p<0. 01)正相关,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

建言( r=0. 395, p<0. 01)正相关,心理安全感与防

御型建言( r= -0. 302, p<0. 01)、与默认型建言( r =
-0. 263, p<0. 01)负相关。

3. 中介效应检验

由表 2 可知,防御定向显著预测避免破裂(B =
0. 468,p<0. 001),防御定向、避免破裂同时进入回

归方程(模型 2),防御定向不能显著预测防御型建

言(B= -0. 145,p>0. 05),避免破裂显著预测防御

型建言(B=0. 265,p<0. 001)。 因此,避免破裂在防

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,H1 得

到了验证。 防御定向、避免破裂同时进入回归方程

(模型 3),防御定向不能显著预测默认型建言(B =
-0. 173,p>0. 05),避免破裂显著预测默认型建言

(B=0. 245,p<0. 001)。 因此,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

默认型建言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,H2 得到验证。
从表 2 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结果看,防御定向

对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(B=0. 124,SE =
0. 040;95% 的置信区间为 [0. 060,0. 216],不含

零),即避免破裂中介了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之

间的关系,进一步支持了 H1。 防御定向对默认型建

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(B=0. 115,SE= 0. 037;95%
的置信区间为[0. 054,0. 202],不含零),即避免破

裂中介了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,H2 也

得到了进一步支持。
从表 3 的回归分析结果看,促进定向显著预测

促进和谐(B=0. 321,p<0. 01)(模型 4),促进定向、
促进和谐同时进入回归方程(模型 5),促进定向显

著预测亲社会型建言(B = 0. 158,p<0. 05),促进和

谐显著预测亲社会型建言(B = 0. 276,p<0. 001),因
此,促进和谐在促进定向和亲社会型建言之间起到

中介作用,H3 得到验证。
从表 3 中 Bootstrap 方法检验结果看,促进定向

对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(B = 0. 089,
SE=0. 028;95%的置信区间为[0. 039,0. 147],不含

零),即促进和谐中介了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

之间的关系,进一步支持了 H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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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摇 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

变量类型 模型 1:避免破裂 模型 2:防御型建言 模型 3:默认型建言

控制变量

性别

年龄

教育水平

工作时间

自变量
防御定向

避免破裂

统计量
R2

F
中介变量:避免破裂

防御定向对防御型建言的间接影响

防御定向对默认型建言的间接影响

. 153 ( . 127) -. 029 ( . 116) . 063 ( . 114)

. 157 ( . 080) . 015 ( . 074) . 023 ( . 073)

. 034 ( . 057) . 003 ( . 052) -. 007 ( . 051)
-. 030 ( . 038) . 010 ( . 035) . 048 ( . 034)
. 468***( . 094) -. 145 ( . 090) -. 173 ( . 088)

. 265***( . 051) . 245***( . 050)
. 079 . 080 . 085

5. 543** 4. 666** 4. 979**

B SE LL95% CI UL95% CI
. 124 . 040 . 060 . 216
. 115 . 037 . 054 . 202

摇 摇 注: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;B 为非标准化系数;SE 为标准误差;CI 为置信区间;LL 为置信区间下限;UL 为置信区间上限; N = 329, *p<
0. 05,**p<0. 01,***p<0. 001。 下同。

表 3摇 促进和谐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

变量类型 模型 4:促进和谐 模型 5:亲社会型建言

控制
变量

性别

年龄

教育水平

工作时间

自变量
促进定向

促进和谐

统计量
R2

F
中介变量:促进和谐

促进定向对亲社会型
建言的间接影响

. 017 ( . 117) -. 205* ( . 086)

. 133 ( . 074) . 063 ( . 055)
-. 107*( . 053) -. 107*( . 040)
. 017 ( . 035) . 013 ( . 026)

. 321***( . 083) . 158* ( . 063)
. 276***( . 041)

. 067 . 213
4. 607** 14. 497***

B SE LL95% CI UL95% CI

. 089 . 028 . 039 . 147

4.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

参照 Preacher 等的建议[33],心理安全感对防御

定向与防御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

立,需要检验 4 个条件:第一,防御定向对避免破裂

具有显著影响;第二,防御定向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

项对避免破裂有显著影响,或者避免破裂与心理安

全感的交互项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;第三,避免

破裂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;第四,当个体的心理

安全感高低不同时,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

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强度不同。 同理,心理安

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

用是否成立,以及心理安全感对促进定向与亲社会

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,均需要满

足上述 4 个条件。
表 3 的检验结果表明,条件一和条件三得到了

满足,即防御定向对避免破裂有显著影响,避免破裂

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。 为了检验条件二和条件

四,根据 Edwards 等的建议[34],采用 Bootstrap 方法,
通过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进行分析[35],再抽样

次数仍然设定为 5 000 次,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

非参数百分位法,结果见表 3 ~ 5。
表 4摇 防御定向对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的

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

变量类型
模型 1:
避免破裂

模型 2:
防御型建言

模型 3:
默认型建言

控
制
变
量

性别
. 159

( . 125)
-. 031
( . 111)

. 061
( . 110)

年龄
. 155

( . 079)
. 030

( . 071)
. 039

( . 070)

教育水平
. 046

( . 056)
. 034

( . 050)
. 020

( . 050)

工作时间
-. 027
( . 037)

. 014
( . 033)

. 051
( . 033)

自
变
量

防御定向
. 515***

( . 094)
-. 083
( . 089)

-. 134
( . 089)

心理安全感
-. 137**

( . 051)
. 179

( . 176)
. 274

( . 175)

避免破裂 . 249***

( . 051)
. 240***

( . 050)

调
节
项

防御定向 x
心理安全感

-. 194
( . 110)

避免破裂 x
心理安全感

-. 128*

( . 053)
-. 146**

( . 053)

统计
量

R2 . 115 . 165 . 155
F 5. 937*** 7. 873*** 7. 307***

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防
御型建言关系的中介效应

B SE LL95% CI UL95% CI

心理
安全
感

-1 SD . 253 . 082 . 111 . 435
M . 128 . 040 . 062 . 222

+1 SD . 045 . 036 -. 003 . 145
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默
认型建言关系的中介效应

B SE LL95% CI UL95% CI

心理
安全
感

-1 SD . 257 . 082 . 120 . 445
M . 123 . 037 . 061 . 211

+1 SD . 036 . 032 -. 005 . 1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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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摇 促进定向对亲社会型建言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

变量类型 模型 4:促进和谐 模型 5:亲社会型建言

控制
变量

性别 . 019( . 117) -. 205*( . 086)
年龄 . 132( . 074) . 063( . 054)

教育水平 -. 104( . 054) -. 118*( . 040)
工作时间 . 015( . 035) . 112( . 026)

自变
量

自促进定向 . 326**( . 083) . 179**( . 063)
心理安全感 . 014( . 046) -. 070( . 183)
促进和谐 . 272***( . 041)

调节
项

促进定向 x
心理安全感

-. 113( . 078)

促进和谐 x
心理安全感

. 038( . 046)

统计
量

R2 . 073 . 228
F 3. 591** 11. 793***

促进和谐对促进
定向与亲社会型建
言关系的中介效应

B SE LL95% CI UL95% CI

心理
安全
感

-1 SD . 102 . 037 . 044 . 189
M . 089 . 027 . 041 . 147

+1 SD . 068 . 043 . 003 . 174

表 4 结果显示,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

项对防御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(B = -0. 128,p<
0. 05),满足条件二。 并且,在心理安全感处于较低

以及均值水平时,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显著(分别

为 0. 253 和 0. 128),95% 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;
当心理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时,避免破裂的中介作

用变弱并且不显著(0. 045,95% CI[-0. 003,0. 145]
包括零)。 可见,心理安全感高低不同时,避免破裂

对防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强度

不同,满足条件四。 根据以上分析,4 个条件都得到

满足,因此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的

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,同时,从避免破裂与心理

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防御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可以

看出,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

之间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低,避免破裂与防御型

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,H4 得到了支持。
同理,关于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

言的关系的调节,由表 4 可知,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

感的交互项对默认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 (B =
-0郾 146,p<0郾 01),满足条件二。 并且在心理安全感

处于较低以及均值水平时,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显

著(分别为 0郾 257 和 0郾 123),95% 的置信区间都不

包含零;当心理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时,避免破裂的

中介作用变弱并且不显著(0郾 036,95% CI[-0郾 005,
0郾 130]包括零)。 因此心理安全感高低不同时,避

免破裂对防御定向和默认型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作

用强度不同,满足条件四。 根据以上分析,四个条件

都得到满足,因此,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

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,同时,从避免破裂

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默认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

著可以看出,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默认型

建言之间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低,避免破裂与默

认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,H5 得到了支持。
由表 5 可知,促进和谐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

对亲社会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 ( B = 0郾 038, p >
0郾 05),条件二未得到满足,因此,心理安全感对促

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成

立,H6 没有得到支持。
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调节作用,分别对心理安全

感加减一个标准差,将样本分成高心理安全感和低

心理 安 全 感, 调 节 效 果 如 图 2 和 图 3 所 示。
图 2 表明,拥有低心理安全感的个体,避免破裂对防

御型建言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,H4 再次得到支持。
图 3 表明,拥有低心理安全感的个体,避免破裂对默

认型建言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,H5 再次得到支持。

图 2摇 心理安全感在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间的调节

图 3摇 心理安全感在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间的调节

四、结论与讨论

1. 研究结论

以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,在
中国管理情景下,从个体动机视角探索研究影响建

言行为的机制。 研究结果表明:人际和谐在调节定

·79·



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;心理安全感负向调

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的关系。
对于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

建言的关系,即心理安全感越高,促进和谐与亲社会

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,该假设没有得到验

证。 持有促进和谐的个体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谐,在
碰到冲突的时候,不会刻意回避,会更积极与人真诚

交流[26]。 对组织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建言,甚至对企

业有利但上级反对的事情,也会努力去说服上级。 也

就是说,促进和谐个体在进行亲社会型建言时,不会

过多关注人际风险。 因此,H6 未得到实证检验支持。
2. 理论价值

一方面,研究发现了调节定向对建言行为影响

的具体机制。 Neubert 等的研究促进定向作为中介

变量,正向影响帮助行为[17]。 陈思等的研究促进定

向作为调节变量,显著影响建言行为[36]。 然而调节

定向是如何影响建言行为,鲜有探讨。 本文从个体

动机视角,借助 Vallerand 的动机层次模型探索研究

影响建言行为的机理[15]。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,人际

和谐在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。 该

研究发现,不仅丰富了从动机视角对建言行为的影响

研究,而且建立了调节定向通过人际和谐影响建言行

为的新的研究路径,也推进了 Dyne 等提出的三类建

言行为在中国管理情景中的研究,为更加清晰认识影

响这三类建言行为的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[4]。
另一方面,揭示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和谐与建言

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。 个体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

行为有显著的预测效果[29鄄30],然而这些研究中采用

的建言构念都属于角色外行为,忽视了建言行为中

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的维度。 同时,心理安全感

如何调节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这一关系,现有文献

还缺乏研究。 本文研究发现,个体心理安全感负向

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、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

系,拓展了人际和谐对建言行为影响边界的认知。
3. 实践意义

本研究揭示了人际和谐中介调节定向对员工建

言行为的影响,实践中可以从提高人际关系互动质

量来获得更多的亲社会型建言。 组织要建立简洁、
真诚、宽容的人际交往理念[37],通过培训提高员工

对建言重要性的认知,引导员工形成真正和谐的人

际关系,提高人际互动质量,促进和谐动机以获得更

多亲社会型建言,弱化避免破裂动机以减少防御型

建言和默认型建言。
另外,基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,实践中可以

通过提高个体心理安全感水平来影响员工的建言行

为。 管理者可以从个体、同事、领导、组织 4 个方面来

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水平。 一是甄选招聘主动性

人格的员工。 二是从制度和文化上引导员工之间产

生更多地互助行为,以提高同事信任水平和减少职场

排斥[9]。 三是更多采用利于建言产生的领导类型,包
括变革型领导、真实型领导、道德领导、谦卑型领导

等。 四是推进建设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。
4.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

受限于样本数据可得性,本研究尚有如下局限:首
先,样本来源的地域和行业比较集中,会影响研究结果

的外部效度;其次,仅从个体微观视角进行分析,未能

形成多层次的研究,这些可在今后研究中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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